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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我国民众的心理感受和社会心态等方面的主观感知状况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1][2][3]，诸多研

究发现我国近二十年来物质生活的改善并没有同步带来人们主观感受的提高[4]。面对这种客观与主

观相脱离的情况，学界普遍以“相对剥夺感”这一概念进行解释，即人们虽然在物质上得到提高，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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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参照群体进行社会比较后则会觉得自己没有获得好处[1]。

那么，人们如何选择其参照群体？这首先需要探讨参照群体所处的“参照范围”在社会转型过程

中变化情况。所谓参照范围可以看作人们在观念中认为同自身有关联的一系列群体的集合。参照群

体来自参照范围，受到参照范围特点的制约。人们在选择具体的参照群体时可能会受各种现实因素

影响，但参照范围则由特定的社会生活环境塑造，是较为稳定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观念在中国

社会转型过程中发生了深刻地转变，不但人们进行社会比较的参照群体变化了，参照群体所属的整个

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由单位、社区等共同体变为更加广泛或抽象的整个社会[2]。在不同的参照范围中，

人们对自身评价的结果各不相同，从而进一步影响自身的观念或态度。因此社会比较的参照范围应

是研究人们的观念和态度领域的基础议题。

学界对这一基础问题的研究还只是刚刚开始，尚有许多议题亟待回答。本文力图回答下列问题：

当前我国民众社会比较的参照范围是哪一种？在社会变迁的背景下，人们进行社会比较的参照系是

否存在变化的趋势？如果存在，导致这种变化趋势的微观机制是什么？

二、社会比较参照范围的两种假设

从马克思提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论断，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对于人们各种观念态度的影

响和制约变成为研究的基础范式。在关于阶级或阶层意识研究的领域中，赖特[3]、罗宾逊和凯利[4]发现

是否拥有房产、是否处于支配性的管理地位等客观因素对于阶层意识具有较大的解释力；更为普遍的

研究是关于职业、教育年限、收入等代表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对于人们的观念和态度的影响[5]。

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发现在中国无论是阶层认同还是幸福感等主观感受，都没有随着客观

条件的改善而增长，客观现实与观念态度之间的关系在减弱，甚至不存在关联[6]。面对这些与理论相

悖的经验现实，学者们将人们对客观结构的主观认识纳入解释框架，强调了人们主观因素的独立性。

社会比较理论认为人们很多心理感受其实是个体同他人比较的结果，取决于自身与他人的相对位

置。以收入和幸福感的关系为例，尽管自身的收入提高了，但当自己的收入低于参照群体时，便会产

生“相对剥夺感”，而不会感到快乐。由此，产生了一批关于相对收入同幸福感关系的研究，多数研究

都支持相对收入同幸福感的正向关系[7]。关于阶层认同的研究也是类似的思路，研究发现，人们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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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勇:《地位层级认同为何下移—兼论地位层级认同基础的转变》,〔上海〕《社会》2013年第4期。

[3]Wright, E. O. 1997. Class Count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Class Analysi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48(4): 28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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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8(5): 569-582；Hodge, R. W. and Treiman, D. J. 1968. Class Identification in the Un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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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上将自身与他人或群体进行社会比较而得到的结果对个体的阶层认同具有显著的影响[1]。这些经

验研究虽同样是关注社会比较对于观念的影响，但参照群体的选择却并不统一：有的以日常交往的人

为参照群体[2]，有的以抽象的社会共识为比较对象[3]，由此得出的逻辑和结论也各不相同。

上述两类参照群体的选择，代表了对人们所在社会生活环境的两种不同假设。前者所遵循的，笔

者称之为“局部参照”假设。这是由于在中国的单位改革之前，绝大多数人生活在单位或者村落共同

体中，由于国家政策的限制不同单位或者共同体之间的流动非常少，人们处于有限的生活空间和人际

关系中，形成了以尊重和认同为比较标准与以单位为边界的参照范围。由于社会生活的范围有限，人

们在进行社会比较时，更多的是以现实生活中自身交往的各类群体作为参照结构，在主观上判断自身

在结构中的位置，进而影响自身的各种心态与观念。在这一脉络的逻辑下，具有代表性的便是社会网

络与各类主观态度关系的研究。

而后者则可以称之为“总体参照”假设。其原因在于，中国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市场化的运行逻

辑开始席卷了非经济领域，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共同机制，单位的社会职能逐渐让位于其它部门，成

为纯粹的经济组织[4]；乡村由于大量的人口流出，其社会共同体的功能也日渐衰落，流动人口进入城市

中便在完全市场化的环境中生存。这样的背景下，人们的生活保障和社会尊重受个人市场地位的直

接影响。加之大众传媒信息的高速发展，人们通过对传媒信息的加工，在主观上直接将自己置于全国

甚至全球市场之中。在这里，社会比较的标准成为收入等与经济直接相关的指标，参照范围则变为主

观想象的抽象全国市场。由于人们认识到自身所处社会的丰富与复杂，人们在判断自身在社会结构

的位置时，已无法通过具体感觉自身在某一群体中的位置来实现，仅能通过某些抽象的社会标准来衡

量。这一假设下，相对收入或阶层认同与各类主观心态等研究则是代表。

可以看出，基于不同的假设，得到的结果也会有差异。那么，当前中国社会人们进行社会比较适

用的是哪种逻辑？而且，中国是一个异质性极大的社会，不同类型的人群适用的逻辑是一样的吗？如

果不是，那么什么样的人适用于前者，什么样的人适用于后者？只有这些基础问题得到澄清，我们从

社会比较的角度研究人们的心态时，才能得到具有共识的结论进而使知识能够积累。然而当前学界

对这些问题鲜有涉及，其中一个原因便是难以找到同时包含二个概念的数据，而无法对此进行直接的

检验。笔者将在下文中尝试解决这些问题。

三、研究策略、数据与变量

1. 研究策略

在“2014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与心理健康专题调查”数据中，我们找到了适合对不同类型参照系进

行操作化的变量。这次调查中，被访者被要求分别回答认为自己在目前居住地以及全社会各自所处

的社会阶层。题项中所说的全社会对应了以全国市场作为参照的情况，而目前居住地的阶层则可看

作以生活共同体为参照的情况。这样我们就能够重点分析人们在主观上进行社会比较时，是哪一类

参照范围中进行的。

[1]韩钰、仇立平：《中国城市居民阶层地位认同偏移研究》，〔北京〕《社会发展研究》2015年第1期；范晓光、陈云松：

《中国城乡居民的阶层地位认同偏差》，〔北京〕《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4期；陈光金：《不仅有“相对剥夺”，还有“生存焦

虑”——中国主观认同阶层分布十年变迁的实证分析（2001-2011）》,〔哈尔滨〕《黑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2]刘晗：《社会比较与主观地位认同：以广州市为例》，〔北京〕《社会发展研究》2015年第3期。

[3]刘欣、胡安宁：《中国公众的收入公平感：一种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的解释》，〔上海〕《社会》2016年第4期。

[4]王绍光：《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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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满意度是关于人们观念或态度研究的常用变量，与阶层位置之间的关系十分稳定[1]，我们可

以通过比较不同参照系下阶层位置影响生活满意度的模型拟合情况，来确定人们主要以哪一类参照

系进行社会比较。由于是比较不同变量的影响，这需要估计一系列模型来比较拟合程度的大小。前

文中我们有很强的理论依据认为以单位类型和世代划分的组内会有较大的同质性，这样会违反独立

性假定，由于个体会同时嵌套于单位和世代之中，因此我们使用多层线性交互分类模型（Cross-Classi⁃
fied Multilevel Model）来拟合数据[2]。由于层2变量的个数都较小（均为4），为了降低估计偏误，我们对

模型使用约束最大似然估计法（REML）[3]。

考虑到代理局部参照和总体参照的两个变量之间具有非常强的相关性，同时纳入一个模型会产

生严重共线性问题，笔者将估计一个包含各个控制变量但不包含社会比较参照系变量的基础模型，然

后分别估计一个包含全社会参照变量的模型和一个包含居住地参照系变量的模型，通过比较这三个

模型之间拟合度（尤其是后两个扩展模型）来判断不同参照系变量的重要性。考虑到后两个为非嵌套

模型，我们选用BIC方法对模型间的拟合程度进行估计，因为BIC估计既能比较嵌套模型之间的拟合

度也可以比较非嵌套模型的拟合度大小[4]。

2.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2014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开展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与心理健康

专题调查”，该调查覆盖在北京市朝阳区、浙江省嘉兴市、福建省厦门市、山东省青岛市、河南省郑州

市、广东省深圳市和中山市、四川省成都市八城市（区），在八城市（区）按照多阶段分层PPS原则抽取

流动人口样本和本地居民样本进行调查[5]。由于流动人口样本具有选择性，为了尽量避免估计偏误，

本研究仅使用本地居民样本。即在本地居住一个月及以上，本区（县、市）户口，年龄为15-59周岁的

男性和女性流动人口。除郑州样本数为1999人，中山样本数为1997人；其它每个城市（区）流动人口

样本量为2000人，最终得到的流动人口总样本量为15996人。由于我国规定多数行业女性退休年龄

为55岁，我们选择年龄在55岁以下的样本，剔除分析所涉及到的变量中有缺失值的个案，最终纳入分

析的样本数量有12580份。

3. 变量设置

（1）因变量与核心自变量。本文以生活满意度作为测量人们主观态度的代理变量，这个题项以五

个题项的七点李克特量表来测量[6]，每个题项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共有7个点供选择。将各

个题项得分加总，得到生活满意度的总得分，其取值范围在7-35之间，分数越高，反映被访者对自己

的生活越满意。本文的核心自变量为不同参照系下的阶层认同。在这次调查中，被访者被要求分别

回答认为自己在“居住地朋友亲戚中”和“全社会”分别所处的社会阶层[7]。1代表最低层，10代表最顶

[1]闰丙金:《收入、社会阶层认同与主观幸福感》,〔北京〕《统计研究》2012年第10期。

[2]Rabe-Hesketh, S. and Skrondal, A. Multilevel and Longitudinal Modeling Using Stata, Stata Press, 2012:433-441.
[3]王济川:《多层统计分析模型：理论与方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7-28页。

[4]唐启明:《量化数据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27-128页。

[5]来自2014年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技术文件。

[6]这五个题项分别为：“我的生活在大多数方面都接近于我的理想”、“我的生活条件很好”、“我对我的生活是满意

的”、“迄今为止，我在生活中已经得到了我想要得到的重要东西”、“假如生活可以重新再过一次的话，我基本上不会作

任何改变”。

[7]此题具体问法为：“右边的梯子代表人们在社会中的地位高低。如果一个人收入最高、职业最好，就处在10；如果

一个人收入最低，职业最差，就处在1。与目前居住地的亲戚、朋友与同事相比，您处在哪个位置？ 与全社会的人们相

比，您处在哪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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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这样就得到取值在1-10之间的两个变量，这里将它们看做连续变量进行处理。下文中将通过对

这两个变量各自对于因变量生活满意度影响作用大小的比较，以判断当前人们主要在哪种参照系中

进行社会比较。由于都是主观题项，参照范围和生活满意度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由于我们的重

点在参照范围之间的比较，这样参照系同生活满意度的因果关系便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重要的是二

者具有稳定的相关关系。

（2）控制变量。除社会比较的变量外，其它可能影响人们生活满意度相关的变量需要得到控制，

这些变量主要包括：包括：性别、户口、婚否、年龄、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职业、劳动身份、收入、流入

城市。（1）性别，由于男性和女性在社会中的不平等状况可能影响到各自的精神状态，因此对于性别进

行控制是必要的。本研究以女性为参照群体，得到了男性虚拟变量。（2）年龄，问卷中并未直接问被调

查者的年龄，此变量以调查年份减去出生年份获得。（3）户口，根据人们的户籍情况来测量，此题原来

的选项有四个：农业、非农、农转非、非农转非；笔者将“农转非”和“非农转非”并入“非农”，这样得到一

个两分的类别变量，将农业户口编码为0以作为参照项。（4）婚姻状态，根据人们当前的婚姻状态来测

量，测量结果分为“在婚”（编码为1）和“非在婚”（编码为0）。“在婚”包括初婚和再婚两种情况；“非再

婚”包括未婚、离婚和丧偶三种情况。（5）教育程度，根据被访者最高学历程度进行编码，“小学及以下”

编码为0，“初中”编码为1，“高中”与“中专”编码为2、“大专”、“本科及以上”编码为3。（6）收入水平，

根据调查时点前一个月被访者的月收入来测量。（7）健康状况，人们的身体健康状况可能通过对于自

己的压力或者焦虑感而影响到个体的生活满意度。对于个人的健康状况的调查有一个健康自评的题

项：“总体来讲，您的健康状况是？”备选题项为“非常好”、“很好”、“好”、“一般”、“差”。由于选择“差”

的样本非常少，我们将“一般”和“差”合并为“不好”，得到一个四分的定序变量，以“非常好”为参照。

（8）单位类型，包括“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私有企业”、“个体工商”四类。（9）世代，分为60后、

70后、80后和 90后 4个世代。（10）居住城市，以调查地所起城（区）来测量，即上文提及的八个城市

（区），以成都为参照。表1为模型分析所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1 变量描述（N=12580）
变量

生活满意度
年龄
收入(千元)
居住地
全社会
性别 女

男
婚姻状况 单身

在婚
健康状况 非常好

很好
好
不好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
大学

样本均值/比例
23.4
38.7
3.9
5.6
5.0

39.0%
61.0%
16.7%
83.3%
18.2%
31.2%
31.8%
18.8%
9.0%
33.4%
16.8%
40.8%

标准差
6.2
10.0
4.0
1.7
1.7

----
----
----
----
----
----
----
----
----
----
----
----

变量
户口 农业

非农
世代 60后

70后
80后
90后

单位性质 机关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
私有企业
个体工商

居住城市 北京
嘉兴
厦门
青岛
郑州
深圳
中山
成都

样本比例
41.4%
58.6%
31.3%
31.3%
29.4%
7.90%
16.3%
16.3%
31.1%
36.4%
11.7%
13.9%
12.1%
13.1%
12.3%
11.6%
13.3%
12.1%

四、研究发现

首先，为检验在不同参照系下进行社会比较对于人们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我们在控制其它变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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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分别加入与社会比较相

关的核心自变量，观察其模型拟

合度的变化。模型（1）为基础模

型，包含层一的控制变量和层二

的单位类型与世代两个宏观变

量，考虑到不同世代的个体在不

同单位类型的分布可能有差异，

我们在层二还加入了二者的交互

项。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

加入了在全社会中的阶层位置。

模型（3）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

了在居住地的阶层位置。模型估

计结果见表2。
在模型（1）-（3）中，控制变量

的参数估计值大小和显著性在 3
个模型中基本稳定。模型（2）在

模型（1）的基础上中加入在全社

会阶层位置，它对生活满意度的

影响是显著的。以模型（1）为基

准，笔者估计模型（2）对数据的拟

合程度，BIC值为-1641.3（即模型

拟合度的差别 [1]），说明加入总体

参照结构变量后，模型的拟合度

大大提升。

相应的，模型 3在模型 1的基础上中加入了“局部参照范围”，模型（3）的拟合程度同样有很大提

升，BIC值为-1686.4。从上述两个模型与基础模型的比较来看，无论全社会阶层认同还是居住地阶层

认同都极大地提高了模型的解释力，说明对于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不仅取决于人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客

观地位和个体客观情况，同时取决于个体在主观上与他人的社会比较。

然而，人们在进行社会比较时用的是哪一类参照范围呢？这时我们将比较模型（2）与模型（3）的

拟合度。由于这两个模型的唯一差别是参照范围的不同，即全社会阶层位置和居住地阶层位置。两

个模型之间拟合程度的差异便可以看做是这两个变量的重要程度差异。从BIC的取值来看，我们发

现模型（3）的拟合程度更好（BIC3-BIC2=-45.1），这说明从总体样本来看，尽管二者相差不大，局部参照

是我国居民在内心进行社会比较时更为重要的范围尺度。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了当前局部参照范围在人们进行社会比较时更为重要。但这仅是我

们以总样本估计所得的平均结果，由于样本的异质性，将样本按照不同标准分组可能得到不同的结

果，有助于我们了解更多的机制。

[1]BIC的差异在0-2之间表示两个模型孰优孰劣的证据“很弱”；差异在2-6之间表示有“一定”的证据；差异在6-10
之间表示有“强有力”的证据，差异大于10表示有“很强”的证据。

表2 参照系选择对于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固定效应
性别（女性=0）
年龄
户口（农业=0）
在婚（单身=0）

初中
高中
大学

月收入（千元）

很好
好
不好

北京
嘉兴
厦门
青岛
郑州
深圳
中山

总体参照
局部参照
截距
随机效应
SD(世代)
SD(部门)
SD(世代*部门)
残差
N

B
-0.714***

0.0515***

-0.849***

1.466***

0.311
0.0305
0.198
0.130***

-1.662***

-2.893***

-5.101***

-1.548***

-0.0150
-1.381***

1.080***

-2.086***

-1.760***

-2.329***

23.96***

0.0000
0.211*

0.231**

5.805***

12580

SE
(0.111)
(0.0121)
(0.138)
(0.174)
(0.221)
(0.251)
(0.249)
(0.0126)
(0.157)
(0.159)
(0.183)
(0.229)
(0.217)
(0.220)
(0.218)
(0.218)
(0.235)
(0.218)

(0.521)
(0.0000)
(0.178)
(0.108)
(0.0376)

B
-0.731***

0.0308**

-0.724***

1.289***

0.131
-0.0589
-0.209
0.0601***

-1.313***

-2.304***

-3.861***

-1.054***

-0.327
-1.288***

0.902***

-1.708***

-1.773***

-2.549***

1.303***

18.23***

0.0007
0.286***

0.238***

5.414***

12580

SE
(0.103)
(0.0129)
(0.129)
(0.164)
(0.206)
(0.234)
(0.233)
(0.0118)
(0.147)
(0.149)
(0.174)
(0.215)
(0.203)
(0.205)
(0.204)
(0.203)
(0.219)
(0.203)
(0.0308)
(0.558)
(0.0044)
(0.179)
(0.107)
(0.0359)

B
-0.739***

0.0398***

-0.602***

1.080***

0.104
-0.148
-0.257
0.0507***

-1.356***

-2.258***

-3.713***

-0.976***

-0.0418
-1.008***

1.158***

-1.825***

-1.440***

-2.151***

1.324***

17.03***

0.0010
0.288*

0.189*

5.405***

12580

SE
(0.103)
(0.0127)
(0.128)
(0.164)
(0.206)
(0.233)
(0.231)
(0.0118)
(0.146)
(0.149)
(0.174)
(0.214)
(0.202)
(0.205)
(0.203)
(0.203)
(0.219)
(0.203)
(0.0309)
(0.559)
(0.0064)
(0.178)
(0.103)
(0.0355)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注：*p<0.1；**p<0.05；***p<0.01

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0）

健康状况（非常好=0）

流入城市（成都=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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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仅有一年的截面数据，为了探究是否存在参照范围变化的趋势，笔者无法对不同年度间数据

进行比较，仅能退而求其次，将样本的数据根据出生年份划分为4个世代：60后、70后、80后和90后。

如果四个世代样本模型的结果同全样本模型的结果一致[1]，则证明不存在参照系变化的趋势。为此，

我们将每个世代的样本均按前文的方式估计三个模型进行比较，这样共得到12个模型。由于每个世

代样本中的基础模型的拟合度都大大

低于添加代表比较参照范围变量的两

个模型，考虑到文章篇幅限制，我们仅

将各世代样本中两个竞争模型的 BIC
值汇总后列出，见表3。

从表 3可以看出，不同社会比较参

照系的重要程度在不同世代有明显差异。我们发现，60后和70后样本中，局部参照模型的拟合更好，

说明60后和70后更看重同居住地较小范围内的社会比较；与之相反，80后和90后样本中，总体参照

模型对数据的拟合更好，说明70后和80后更看重自身在更广范围的全社会中的位置。从这个结果可

以看出，出生世代越近的人群更倾向在总体参照范围中进行社会比较，这个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

高勇的论断，即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的参考系由局部参照系变为总体参照系。

上述结果说明了市场转型机制以世代效应的方式影响了人们的社会比较模式，即特殊出生世代

的群体在成长过程中受到当时独特的社会环境的影响，进而在日后的生命历程中表现出不同于其他

出生世代群体的特点。中国市场转型前期，再分配体制主导了社会中资源的分配，60后和70后的人

更可能经历集体生活。在农村体现为传统村落社区共同体的成长环境，因此他们更加倾向于以生活

共同体作为社会比较的参照系，即使到了这个时代也没有改变[2]；而80后和90后是成长于市场转型深

化期的世代，随着国家分配体制转向市场化分配，他们更可能处于非国有或集体制度下的生活环境，

感受到的是市场竞争的压力，因此更倾向于以市场机遇作为参照系，将自身定位在全国市场或者全球

市场之中。

除了上述世代效应，我们还检验了当前

单位类型的时期效应，即当代单位类型所属

的分配体制对人们的直接影响。研究发现

处于单位内的个体更多地以居住地阶层认

同为参照系。具体见表4。除了机关事业单

位，在国有企也和私有企业工作的人在选择居住地阶层认同作为社会比较的参照系时，对他们的生活

满意度的影响更大；而从事个体经营的人们则更看重自身在全社会中的结构位置。

不同于市场转型机制，上述结果体现了另一种微观机制。已有研究通过“群体归属论”来解释，即

如果人们将自己归属于某一群体，以认同和尊重而形成的标准以衡量自身在参照系中的位置，则倾向

于采用局部参照系；反之则倾向于使用总体参照系。由于紧密的互动和交往有助于群体间认同的形

成，我们将认为有工作单位和有更多的机会与同事互动的人形成一个群体，因此有单位的人比没有单

位的人更倾向于采用局部参照系。没有工作单位的人更倾向于采用总体参照系。这是因为，从事个

表3 不同同期群样本下参照系阶层认同对于幸福感的影响模型

BIC(局部)
BIC(总体)

BIC(局部)-BIC(总体)
N

60后
-506.49
-479.19
-27.3
3942

70后
-561.97
-498.72
-63.25
3940

80后
-445.54
-476.67
31.13
3701

90后
-114.28
-134.636
20.356
997

世 代

表4 分同期群样本的核心变量贡献度汇总

BIC(局部)
BIC(总体)

BIC(局部)-BIC(总体)
N

机关事业
-240.03
-240.74

0.71
2046

国企
-246.1
-173.46
-72.64
2050

私企
-439.24
-389.82
-49.42
3908

个体
-596.24
-688.77
92.53
4576

单位性质

[1]模型设定与全样本基本相同，差别仅在层2仅含单位类型一个分组变量，为普通两层的分层线性模型。后文中

以单位类型分样本拟合模型时同理，层2仅含世代一个分组变量。

[2]王毅杰、丁百仁：《社会信任分异:农民工与市民的比较研究》，〔南京〕《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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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经营的人们，没有与组织或者单位中的固定群体形成共同生活，即没有一个确定的比较范围或群

体，则主观上将自身以较为抽象的标准同社会中的他人进行比较，更倾向于以全社会为自身社会比较

的参照系。然而机关事业单位的结果是，两种参照系都存在，没有显著差别，这个结果确实尚无较好

的解释，可能机关事业单位另有尚未考虑到的特点混淆了结果，这些只好留待日后进一步研究。

五、 结 论

人们的社会态度经由社会比较而产生，当代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剧烈的社会变迁，人们进行社会比

较所依凭的参照系也随之发生变化，参照范围可能由生活共同体变为全国市场。然而尚未有直接的

证据对这一重要的基础命题进行检验。因此本文关注的重点在于，当前我国居民在何种参照范围中

进行社会比较。我们以生活满意度为例来比较人们选择不同参照系时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当前

人们的比较对象仍在自身所属的单位或生活交往圈内，主要以局部参照为主；然而，当我们分不同世

代进行检验时，发现确实存在参照系随世代变化的趋势：60后和70后倾向于以局部参照进行社会比

较，80后和90后主要为总体参照。

为了探寻这种变化的趋势是由怎样的内在机制所塑造，我们检验了市场化机制，然而结果发现，

从时期效应来看，参照系的差异并非体现在体制内部门和体制外的差别上，而是以是否在组织中工作

为分界点。对此我们认为，在当代社会，公共单位的再分配权力影响其成员的作用减弱，有组织的生

活方式塑造了个体对于群体的认同。在市场化过程中，人们对于市场机遇重要性的认识并不必然影

响其对群体的认同。紧密的日常社会交往是人们形成群体认同的重要因素。

从世代效应来看，参照范围的世代差异则体现了中国市场转型进程对人们观念的影响。在市场

转型之前及前期，由于再分配体制的影响，人们的生活深深嵌入了组织单位，因此60后、70后习惯于

在同事或亲戚等局部参照范围中进行社会比较；而成长于市场化深化时期的人们则更多直面市场和

竞争，观念上更倾向于将自身放置在全国市场这样的抽象体系中，因此社会比较的特点为总体参照。

当然，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本文存在许多局限。首先，本文使用的是截面数据，对于回答社会变

化趋势时，不得不用世代或单位划分来间接代理不同时间的特点，可能忽略了特定历史背景的时期效

应。其次，由于居民数据从全国八个城市抽取，本文结论只能推广到大中城市的居民，中小城市的居

民和流动人口的情况尚不能确定。第三，本文所提出的两种机制严格来说是一种推论，仍需更多直接

的证据支持。

当前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发展，交通、信息与大众媒体已经十分发达，即使身处偏僻乡村的村

民也有能力通过传媒信息了解外面的世界，也能够利用各种机会到我国的大多数地方去务工。这样

的社会变迁使得人们开拓了眼界，也能够更加敏感地体会到阶层分化的事实，进而影响到他们的主观

态度。为了建构和谐社会，这要求我们要降低社会不平等，同时建立不同群体间的认同，以消减他们

的相对剥夺感。

〔责任编辑：方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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